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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议题。 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冶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

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

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 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

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

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 虽然如此,河长制的

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 第二阶段,全国不同

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

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

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 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

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冶体现了“松散耦合冶的理论价

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

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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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类发展演进的视角看,环境治理是一

个兼具全球性公共叙事和鲜明本土化特征的重

要议题[1]。 一般来说,环境问题只有进入政策

议程才能推动政策方案的讨论和制定[2],才能

形成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的政策行动。 政府在应

对各种挑战时,财政、人力、信息、时间以及注意

力等资源都极其有限,政策议程设置主要是对

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3],从国家治理视

角来看,只有当政策备选方案进入国家政策议

程,才能发挥更大的政策效用与治理效能[4]。
因此,剖析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
为更多环境政策备选方案进入国家政策议程提

供理论参考,对于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议程从主要由

政府单向内创,逐渐走向政府体系与外部主体

“内外互动冶的政策议程设置情形,形成了关门

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动员模式、借力模式

和外压模式等六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3]。 近

年来,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国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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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逐渐开始走向“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冶与

“协商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冶 [5],特别是生态文

明被纳入“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中国环境政策

议程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但现有对

环境政策议程的研究更多从地方政府行动[6]、
社会群体压力[7]、专家参与[8] 等视角展开,分
析不同行动者的行为策略对政策议程的影响,
较少关注国家层面的议程设置,也缺乏央地政

府互动对国家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的讨论。 基于

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河长制这一水治理中国方

案的典型案例进行考察,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

程设置的运行逻辑,为理解中国环境治理增加

知识积累。
作为水治理的中国方案,河长制诞生于地

方政府应对“九龙治水水不治冶的治理危局,因
其显著的治理成效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经过

较长历程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2007 年 5 月,太
湖蓝藻暴发引起严重水危机,江苏省无锡市于

同年 8 月印发《无锡市河(湖、库、荡、氿)断面

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试行)》,标志着以

党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河长制的诞生;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标志着河长制最终

进入国家政策议程开始向全国推广。 总体来

看,在全国推行河长制后,全覆盖的河长制制度

体系、层级式的河长制架构体系、适应性的河长

制运行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全国的河湖保护

与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较以往有

明显改善,取得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三方面进展[9],河长制也成为中国环境治理

创新的一个典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在对制度的研究中提出:“理解

制度,一个人需要知道它们是什么? 如何运行?
为什么被创立和维持? 以及在多样性的情境中

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冶 [10]那么,在全球生态文

明转型大背景下,中国如何进行环境政策的国

家议程设置? 其运行过程及其逻辑是什么? 这

一运行逻辑体现了怎样的国家治理特征? 回顾

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河长制为回答上述

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范本。 基于

此,以河长制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为

案例,结合政策过程理论构建了一个“二阶耦

合冶分析框架,从动态演进视角刻画河长制国

家议程设置的具体过程、关键要素与实现路径,
以此尝试揭示中国特色环境政策国家议程设置

的运行逻辑,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理论参考。

二、“二阶耦合冶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1. 文献综述

中国国家治理有效性既是制度优势的产

物,也与中国独特的政策过程密切相关[11]。 从

既有研究来看,河长制为何能成为中国水治理

的重要政策方案,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

方面:
一是政策设计的有效性视角。 改革开放以

来,虽然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制度体系,
但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激

励,释放了环境问题未实现有效治理的信

号[12]。 加之长期以来河流管理中存在的条块

分割的管理模式,导致工作开展往往会出现权

责模糊、职能交叉等问题[13],这种碎片化的治

理格局加剧了水危机。 河长制的产生回应了水

治理体制机制危机[14],通过将治污责任落实到

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制度设计,实现跨部门协同,
能够避免过去“九龙治水冶的弊端[15]。 同时,河
长制通过政府主导的开放型制度体系,不断吸

纳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实现传统体制优势与绿

色发展理念汇融[16],体现了水环境治理的治道

变革[17]。
二是政策方案成熟度的视角。 自无锡首创

河长制之后,该制度逐渐向其他省份扩散,各地

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江苏在太湖流域探

索实施“双河长制冶取得显著成效,由党政主要

负责人担任河长由此成为河长制政策方案的核

心特征[18];云南昆明首次将其纳入地方法规,
为“河长冶治污的刚性制约提供法律保障[19];河
北在无锡河长制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生态补偿

机制,增强政府治污的动机,双管齐下治理效力

卓著[20];浙江省创新了“五水共治冶的治理模

式,强调构建多中心治理的重要性[21],培育了

社会公众的参与能力,从而促进了公共性的再

生产[22]。 概言之,各地以河长制为制度化平

台,形成了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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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的河湖保护政策体系[23]。
三是政策成效显著性的视角。 河长制自诞

生后虽然引发了一些质疑,但不管是实务界还

是学术界,就河长制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其负

面影响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依然是解决中国

水环境治理危机的重要政策创新[14]。 通过研

究洞庭湖治理,卿漪等认为河长制是水环境治

理的“牛鼻子冶,是破解当前水污染治理的一剂

“良药冶 [24];基于河长制演进数据,沈坤荣等论

证了水环境的改善与河长制的实施存在正向相

关关系[25];通过对河长制环境问题一票否决制

度的考察,刘登伟等认为这一设计促使地方政

府领导人有强烈改善水污染的动机,提升了河

湖的治理绩效[26]。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讨论了河长制的政策

优势,为分析其国家议程设置提供了有益参考,
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河长制本身的

相关分析,且相对集中于地方政府层面的探讨。
此外,尽管有学者关注中国环境政策议程问题,
所涉研究主要聚焦地方政府层面且多使用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QCA),即通过大样本的政策个

案数据来识别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多种因

素[27],缺少详尽的案例研究来展现环境政策议

程的详细过程,因此未能有效揭示影响环境政

策国家议程设置的深层次因素。 为了丰富以上

研究,借助修正经典的政策议程理论———多源

流理论,本研究尝试通过构建一个“二阶耦合冶
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河长制国家议程设置

进行阐述。
2. “二阶耦合冶分析框架:对多源流理论的

修正

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政策议程设置提供了可

选择的理论视角,该理论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

用于 22 个不同政策领域[28]。 这些研究都有相

对统一的核心概念: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
策企业家和政策窗口:“问题流冶的核心是哪些

问题会引起政策制定者及相关者的注意,一般

因素包括指标、焦点事件和反馈等;“政策流冶
的核心是提供可行的政策备选方案,政策备选

方案的进展是缓慢的、渐进的成熟过程,主要满

足价值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的标准;“政治

流冶的核心是把握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总体政

治环境,包括意识形态、政府换届、国民情绪

等[29];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愿意花时间、精力、
声誉等来改变政策的人,发挥着政策倡导和助

推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作用。 按照金登最初的

多源流理论,当三条源流耦合时,政策之窗便会

打开,从而完成政策议程设置(图 1)。

图 1摇 三种局部耦合与一种完全耦合模型

随着公共政策研究的推进,多源流理论也

招致一些批评,特别是对于不同国家的适用性

问题。 众多研究表明,“多源流理论强调三条

源流的独立性冶这一假设并非完全适用于非西

方情境,由于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同源

流在政策议程设置中有不同的权重[30]。 此外,
问题流并非总是占据重要位置,且三条源流的

强度往往存在差异[31],三者完全耦合进而打开

政策之窗也并非一帆风顺[32],对于生态环境治

理等问题更是如此[33]。 因此,从相关研究来

看,多源流理论正处于发展中的经验与理论转

折点[34],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加强多源流理论

与其他理论的交流与对话,以保持该理论框架

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35]。 其中一个趋势便

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多源流理论的使用

在重视适用情境讨论的基础上,开始结合政策

阶段理论提升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基于此,为更契合中国政策过程情境,本研

究结合政策阶段理论试图对多源流政策议程理

论进行修正,构建一个“二阶耦合冶的分析框

架:一方面,政策科学通常以渐进式的方式向前

发展,特别是自拉斯韦尔之后,“阶段冶已经深

刻嵌入政策分析的话语和研究[36], 在 Teisman
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将政策阶段和多源流结合起

来的可能性[37鄄38]。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三
流耦合导致开启政策之窗也并非一蹴而就,金
登所示意的三流完全耦合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

实现[36]。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登提出的局部耦

合的理论概念可能更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但
是迄今为止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33]。 这

·631·



地方环境治理创新如何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二阶耦合冶框架下对河长制的案例分析

一概念表明,三条源流并不总是同时耦合,而是

其中两条不同源流的局部耦合,也可能成为触

发政策议程的契机。 如图 1 所示,该图呈现了

源流之间的三种局部耦合形态(标记为淤、于
和盂)和一种完全耦合形态(标记为榆),表明

三条独立的源流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在关键

节点上相互作用产生局部耦合。 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源流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又在整个过程

中的不同节点相互作用,直到出现一个完全耦

合,促成政策议程设置的开启。

注:三条源流所在的方框实线表示在这一阶段出现;方框的线条粗细代表源流的强度,细方框代表弱、粗箭头代表强。

图 2摇 一个“二阶耦合冶分析框架

摇 摇 淤“两化叠加冶是指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要在近乎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呈现

叠加态势。 “现代化冶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强化管理,“后现代冶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服务,两个阶段的焦点不同,两化叠加的转型

给中国治理带来诸多难题。
于金登将政策源流称之为政策原汤,他认为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产生过程类似于一种生物的自然选择过程。 正如生命诞

生之前分子在生物学家所谓的“原汤冶中四处漂浮一样,思想也在政策共同体中四处漂浮。 “软化冶则是政策倡导和政策方案不断

成熟、完善被接纳的过程。

另一方面,除了重视多源流理论本身,后来

的研究者也强调适用情境的讨论使其更适合非

西方环境[39]。 就现有环境治理研究来看,学界

将中国制度情境总结为 3 方面主要因素:一是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化叠加冶的制度背景淤,
“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冶构成了中国制度情境的

基本特征[40],这一时期的政策选择会更倾向于

能快速有效应对“两化叠加冶难题的政策方案;
二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形态使得地方政策创

新要通过多层级政府进入国家议程,这一过程

必须得到中央政治权威的认可,政策之窗的开

启更多取决于政治流的主导作用;三是条块结

合的制度结构,跨域环境治理问题必须建立有

效的条块统筹协调机制,以此有效解决条块分

割带来的治理碎片化等问题。
综上所述,“二阶耦合冶分析框架(图 2)包

含两重含义:第一阶段,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原

本三条相对分离的源流在第一阶段只是达成局

部耦合(图 1),因此,政策备选方案仍然漂浮在

“政策原汤冶,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软化冶于。
结合中国的制度情境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这
一阶段的特点往往是问题流较为突出,围绕这

一问题的政策方针开始涌现,其中某一政策流

开始具备局部范围的可行性与价值可接受性,
政治流虽然存在但尚未完全成熟。 第二阶段,
问题流仍然较为突出,作为政策备选方案的政

策流在应对复杂难题和适配制度结构等方面更

加具有价值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居于主导

地位的政治流又发生明显变化,促使三条源流

从局部耦合走向完全耦合开启政策之窗,从而

实现国家议程设置的目标。
河长制的政策议程经历了地方政府探索和

中央政府采纳两个明显的阶段,其中包含不同

层级相关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在两个阶

段的复杂交织和聚合,下文将根据修正多源流

理论后建构的“二阶耦合冶框架,结合案例实际

予以详细阐述。

三、案例分析: 河长制从地方政策创新

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的运行过程阐释

摇 摇 就河长制从地方创新到进入国家议程的过

程而言,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界限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2003—2011 年的地方初步探索与逐

渐扩散,2012—2018 年的快速扩散并进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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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成为国家行动。 结合前往中央 S 部委

与华北 S 市、西南 K 市和华东 N 市的调研资

料,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等材料,借助

前文构建的“二阶耦合冶框架进行分析阐释,笔
者试图较为完整地展示河长制得以进入国家议

程的全过程。
1. 第一阶段:局部耦合的达成

(1)第一阶段的问题流:复杂水治理问题

的严峻形势

第一,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水文状况的

复杂形势使得中国水治理任务自古繁重,据第

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显示,全国共有流域面

积 50 km2 及以上河流 45 203 条,常年水面积 1
km2 及以上湖泊 2 865 个淤。 在幅员辽阔、季风

气候显著、三级阶梯地势特征明显等诸多独特

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下,加之文明绵长、世代开发

的历史背景,“河流湖泊种类复杂多样在整体

上呈现‘水多水少水脏水浑爷的特点于,从大禹

治水开始,水治理便成了历朝历代的难题冶。
(访谈资料 SHL20230427,S 部委)

第二,除了上述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水
资源短缺、水生态破坏、水环境污染冶的新问题

愈演愈烈。 其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且部分

地区缺水问题愈加严峻。 全国有些地方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出现主要河流断流的现

象,例如华北 S 市。 但是,40 多年来,S 市人口

增加了 600 多万人,一度每年超采 10 亿 ~ 12
亿 m3 地下水以维持用水,地下水占供水总量

近八成。 (访谈资料 SSW20211111,S 市)其二,
水生态破坏造成系统性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

降低趋势加剧。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生物

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爷等级。冶实际上,
“总书记说的不是长江真的没有鱼,而是强调

水生 态 破 坏 问 题 特 别 严 重。冶 ( 访 谈 资 料

SHL20230427,S 部委)其三,水污染成为各类

环境突发事件中的首要问题。 《中国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1995—2010 年,在各类环境突发

事件中,水污染(包括海洋污染)与大气污染的

合计占总量的份额远高于其他各类。 而在这两

者中,除个别年份外,水污染又远高于大气污

染,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甚至引发多起舆情事件。

第三,科层条块体制分割和水治理系统难

题的矛盾形成治理困境。 按照职责权属设置,
河湖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单位自然是水利部

门,其在条块结构的四级政府中设置了系统完

备的条条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并且单独设置长

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等水利委员会

和太湖流域管理局进行针对性管理。 但在河湖

管理中出现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乱污、乱倒

等具体问题时,就会出现“牛栏关不住猫冶的难

题。 此外,河湖管理的责任单位其实又不止于

水利部门,即使在中央部委之间也存在权责利

害的分割问题,科层条块体制分割和水治理系

统难题的种种矛盾一旦落实到基层实务处理

时,就会暴露出来具体问题:一方面,基层政府

在处理较小问题时,往往会发现在最低层级的

乡镇街道没有对应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相应的

“条条冶工作。 访谈中 N 市基层工作人员介绍

道:“一次我们对河道排污事件进行处理,后来

涉事企业就告了我们乡镇,还真就让他告赢了,
原因就是处罚人员并非专职,那就没有执法

权。冶(访谈 NKH20220912,N 市)另一方面,更
高级别政府部门处理较大问题时,往往会发现

此问题要涉及环保、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农业、卫健、财政以及国家发改委等

诸多部门,甚至还需要借助纪检监察、综合执法

以及公安部门等力量。
上述因素使得水环境问题在中国环境治理

中“一马当先冶,持续的治理资源投入却成效不

彰,为新政策的创设提供了条件。

淤数据来源: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
于“水多水少冶是指中国洪涝和干旱气候季节性、地域性

交替出现。 “水脏水浑冶是指中国复杂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

形成的水质问题,也因此“海晏河清冶甚至长期成为古代盛世

国家治理优良的标志。 (访谈资料 SHL20230427,S 部委)

(2)第一阶段的政策流:河长制创设与地

方性探索

从政策流来看,各地政府开始自主探索环

境政策,以应对全国“全面开花冶的水治理问

题。 学界将河长制的开端归于无锡市太湖蓝藻

危机的治理创新,但早在 2003 年,浙江省长兴

县就先行先试由部门负责人担任河长的制度,
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制,由水利局局长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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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领导担任河长,集中治理黑臭水体的问题。
同年,为有效保护洱海水质,云南大理州开始推

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次年,《洱海管理条

例》同步创立河长制和环境管理风险抵押金制

度,只不过所谓的河长是专门负责常年管护及

日常保洁的滩地协管员、河道管理员和垃圾收

集员。 但是,无论河长制还是环境管理风险抵

押金制度,都是将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落实到

人的有益政策探索。
虽然无锡在时间上落后上述两个地区,但

其以党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流保护制度设

计,才是最终能够向其他地区扩散并进入国家

议程的河长制政策方案。 2007 年,太湖蓝藻暴

发而引起严重的水危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作出重要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

多年,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太湖水污染事

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认

真调查分析水污染的原因,在已有工作的基础

上,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研究出具体的治理方

案和措施冶 [41]。 同年,无锡市印发《无锡市河

(湖、库、荡、氿)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

(试行)》,将河湖治理结果和党政首长政绩考

核直接挂钩,无锡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

了 64 条河流的“河长冶,在短时间内便实现水

质明显改善。
上述地区及地方政府的河长制实践,既探

索了诸多细化的政策实施方案,也促使河长制

逐渐向全国更多地区扩散。 从技术可行性来

看,河长制将治水责任分配到特定的地方党政

领导,将治理绩效与官员考核相挂钩,通过严格

的问责约束保证河长制的实施效果。 同时,通
过党政领导负责制下的各类条块联动、部门横

向协同机制的建立,可以缓解“条块结构冶带来

的信息、权力、责任等方面的不对称问题[4],能
够较好地克服原有条块分割治理体系的缺陷。
但这一阶段的河长制并非国家层面的强力推

动,河长制的治理成效较为依赖地方行政首长

的重视,且由于官员任期限制容易导致政策连

续性较差。 同时,环境治理的复杂性、长期性和

跨域性等特征使得绩效考核难以连贯,也会造

成同一流域不同地区河长们的权力地位之争,
以此保证自己辖区内的治理绩效达标。 例如,S

市在主要河流取得短期治理成效以后,为了保

证考核达标和市区生态改善,将河流市区段部

分截流并作为重点综合治理河段,但这造成了

下游郊县河道的时常断流和水生态破坏,区域

内生产生活用水面临困难。
此外,从价值可接受性来看,河长制契合了

中国政府主导的治理传统,而且其明显的治理

成效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认可。 但笔者调研发

现,尽管环境治理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内容,由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地方政府具

有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激励[12]。 特别

是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经济

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压力,如尽管 S 市作为省会

城市,但笔者在 2018 年的调研发现,其仍有 4
个国家级贫困县,河长制严格的考核约束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张力,导致其价值接受性方面并

未获得一致认可。
(3)第一阶段的政治流:公众的环保呼声

与中央部委的推动

第一阶段的政治流主要包含国民情绪与执

政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公众的生产生

活,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众多环境污染中“一马

当先冶的水环境问题上,由此不断引发公共事

件。 另一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

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冶,生态

文明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

求。 在充分认识到“河长制冶的生态和经济效

益后,2009 年,环保部(现为生态环境部)原部

长表示将要在全国江河湖海治理中推广这一经

验,包括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

为河长制的政策设计作出了重要指示[42]。
(4)河长制局部耦合状态的分析

虽然河长制经过地方探索逐渐赢得了中央

政府部门的注意,但其并未如预想一般迅速地

进入国家议程,而是继续停留在地方探索和扩

散阶段。 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来看,此时的河

长制只是达成了局部耦合,并未实现完全耦合,
不具备进入国家议程的条件。 具体而言,可以

分为以下 3 种耦合状态:
一是问题流与政策流的局部耦合(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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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淤),但并不具备接受这一政策备选方案

进入国家议程的政治氛围。 第一阶段,由于多

源流理论所关注的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的国家

层面政治流要素在当时并不充分,诸如意识形

态、政府换届等因素[29] 尚未完全成熟,缺乏打

开政策之窗的主导力量,因此也就不具备打开

政策之窗的条件。
二是政策流与政治流的局部耦合(如图 1

示例于),但此时问题流不被认为是政策的核

心议题。 如上所述,笔者调研的 S 市和 K 市两

地虽均为省会城市,但是经济并不发达,仍面临

较大的发展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仍是地方政

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核心目标,环境治理并非政

策议程的核心议题,即问题流虽然显著但并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是问题流与政治流的局部耦合(如图 1

示例盂),这意味着问题严重且政治流认为应

该采取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
例如笔者调研发现,事关中国近半数省市社会

经济发展的“三河三湖冶治理行动成效不彰,淮
河、辽河、滇池、巢湖等水污染问题一直出现反

复,相关部门也一直在寻找可行的政策方案。
虽然河长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备选方案,但其

制度目标、内容、工具还不够完备明晰。
综上所述,河长制在第一阶段达成了局部

耦合,并未上升为国家行动。 尽管如此,河长制

的局部耦合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为之后的完

全耦合奠定了基础。
2. 第二阶段:完全耦合的达成

河长制诞生并扩散后,各地进行了适应性

的创新探索,水利部等相关部门也在持续与地

方政府互动。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冶,河长制经历了政治周期的

转换以及政策方案的持续优化,在三条源流完

全耦合后上升为国家行动,完成国家层面的政

策议程设置。
(1)第二阶段的问题流:水环境治理问题

的延续

第二阶段的问题流基本延续了第一阶段的

特征,并被吸收到新的过程。 从水污染问题来

看,截至全国开始推广河长制的 2016 年,全国

地表水富营养化问题依旧突出,其中黄河、淮

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流域水质污染较重,全
国 5 118 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

更是超过 60% 淤。
(2)第二阶段的政策流:持续央地互动下

河长制的渐趋完善

在历经多地探索和持续央地互动后,河长

制的政策方案完成了系统性重构,渐趋完善。
从技术可行性视角来看,地方政府对河长制的

探索充当了国家的政策实验室,丰富了中央政

府的环境政策工具箱,不断完善了河长制的政

策方案,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表 1)。
诸如“双河长制冶、河长办联席会议、五水共治、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民间河长制、河长制入法等

各种治理机制,有效应对了不同情境的水治理

问题,形成了“一揽子冶河长制综合政策方案。
表 1摇 河长制先行地区的实践探索

省份 推行年份 推行范围 政策重点

江苏 2012 年 全省推行

重点向保障河道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延
伸,并逐步覆盖全省各级各类
河道甚至是村庄河塘

天津 2013 年 全市推行

实施清水河道行动,河道所在
区、街镇、村三级行政领导担任
“河长冶,形成一河一策,每河有
人管、有人治的常态化管理

安徽 2013 年 试点推行

合肥、铜陵等地先行试点探
索,把 “河长制冶 作为 “一把
手冶工程,成立领导小组,设
立“河长办冶

浙江 2014 年 全省推行
全面部署“五水共治冶与河长
制,率先在全国建立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

福建 2014 年 全省推行

在省、市、县、乡、村分别设置
河长、河段长和专管员,协调
处理流域保护管理、水环境综
合整治等问题

江西 2015 年 全省推行

设立最高级别河长制,省委书
记亲自挂帅省级“总河长冶,
省长任省级“副总河长冶,7 位
省领导分别担任“五河一湖
一江冶的河长

北京 2015 年 试点推行

在海淀区开展试点,成立主管
区长任组长的区“河长制冶工
作领导小组,2016 年全市推
广河长制

海南 2015 年 全省推行

全面推行河长制,各市县都成
立“河长制冶工作领导小组,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治理,并积极
推动地方立法巩固治理成果

同时,中央部委也在鼓励和支持地方持续

探索适应不同水情的河长制。 2014 年,水利部

印发《关于公布第一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

试点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市海淀区等 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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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为第一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

(市),要求自 2015 年起,有关试点县(市)用 3
年左右时间开展试点,推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

水情、制度健全、主体明确、责任落实、经费到

位、监管有力、手段先进的河湖管护长效体制机

制。 调研过程中,S 部委有关负责人谈道:“水治

理涉及方方面面、条条块块,我们一个单位不好

牵头要求地方探索河长制,2014 年就以‘小文

件爷的形式鼓励地方探索,所以在党中央下决心

全面推行河长制之前,已经万事俱备。冶(访谈资

料 SHL20230506,S 部委)此外,通过近 10 年的探

索,河长制的制度规范、操作方案、技术支撑基本

完善,降低了其在全国推广的政策成本。
从政策方案的价值可接受性来看,通过各

地的广泛实践,河长制显示出显著的治理成效,
得到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普遍认

可。 河长制是在现有河湖管理体制内进行的机

制创新,能够有效降低体制内的交易成本。 换

言之,河长制既不是冲破现有的环境治理框架

另起炉灶,也不是局限于原来纵向业务部门管

理体制的小修小补,而是根据中国行政管理体

制特征进行的职能整合与权力重配[4]。 河长

制既满足了最高领导层对于环境治理的需求,
又没有超越现有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降低

了进入国家议程的阻碍。
(3)第二阶段的政治流:中央政府换届与

新政治进程开启

一方面,公众环保诉求与执政党执政理念

转变实现有机耦合。 此起彼伏的水环境污染事

件不仅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担忧,甚至会造

成诸多舆情与社会冲突事件于。 党的十八大报

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首次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 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又把生态文明列入十大目标,“美
丽中国冶首次被写入“十三五冶规划建议。 在这

一背景下,环境质量改善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

核心目标和主线任务,环境制度体系改革进入

加速期[43]。
另一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治理。 在环保制度改革的争

论中,最高领导层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冶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

和有效实施。 在水治理领域,最高领导层将水

治理上升到水安全的高度,要求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
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

淤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于例如:2016 年 5 月,江苏泰兴市环保局局长在当地一家

化工企业检查时,被数十名群众围住并发生冲突。 事后调查

发现,这家企业的排污存在问题。

此外,为更好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一

届中央政府建立了更高层次、更具权威的改革

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现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冶)。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37 次中央深改组

会议审议通过生态领域改革的文件多达 39 份。
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

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 河长制看似是

管河湖,但是涉及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必须有

权威性、综合性的部门来统筹推动。 (访谈资

料 SHL20230427,S 部委)
金登指出:从根本上看,一扇政策之窗之所

以敞开,其原因在于政治流的变化[29]。 上述政

治流的显著变化为河长制国家政策议程设置的

政策之窗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
(4)国家层面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三流

耦合的实现

河长制源于应对中国水治理危机的临时创

制,其问题流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日益引

发政府与公众重视,政策流随着各地探索逐渐

成熟完备,政治流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

新而发生明显变化,三条源流从局部耦合走向

完全耦合,打开了河长制进入国家议程的政策

之窗(表 2)。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与中央部

门积极行动,不断完善河长制的政策方案。 中

央部门扮演了政策企业家的角色,通过适时推

动河长制的地方探索与经验总结,促使其最终

顺利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2016 年 7 月,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终给 S 部委下达

内部任务,要求对探索将近 10 年的河长制经验

进行归纳总结,并在 8 月底上报。 (访谈资料

SHL20230506,S 部委) 同年 10 月,中央全面

·14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摇 2024 年第 2 期

表 2摇 河长制二阶耦合对比

对比要件 核心要素
第一阶段

(2003—2011 年)
第二阶段

(2012—2018 年)

问题源流

指标
1995—2010 年,水污染长期在全国各类环境
突发事件比重中居榜首

焦点事件

水污染焦点事件频发,部分地方开始探索类
似河长制的制度;2007 年太湖蓝藻水危机事
件便是典型代表,成为促使地方政府采用河
长制的“导火索冶

反馈
其他水污染治理举措成效不彰,特别是国家
层面的“三河三湖冶治理行动,也未彻底改善
水污染问题

与第一阶段问题基本一致,又发生了多起全国性
环境焦点事件。 例如:2012 年广西龙江河严重
镉污染引发举国关注的 “柳州保卫战冶 事件、
2014 年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2015 年上海松
江饮水水源被污染事件、2016 年湖南宁乡特大
环境污染事件、2016 年江西新余镉污染事件等

政策源流

技术可行性
河长制的政策方案在部分地方实践中初步
证明可行;能缓解“条块结构冶中的信息不对
称、权力不对称、责任不对称问题

从地方来看,8 省市自发自主地对河长制进行了
本土化改造探索;从中央来看,有关部委下发文
件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应对不同水治理情境的方
案,河长制政策工具箱不断完备

价值可接受性

河长制治理成效获得一些地方政府的认可,
并且得到试点推广;存在合法性、长效性等
争议,以及部分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
决策部门对之态度尚未形成共识

河长制满足了最高领导层对于环境治理的需求,
又不超越现有的法律框架,降低了进入国家议程
的阻碍;与原有制度体系有一定相容性,政策推
行成本低,得到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认可

政治源流

意识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

把“美丽中国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把“生态文明建设冶纳入“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
把“污染防治冶纳入三大攻坚战

政府换届 未换届
2013 年 3 月,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新;2013 年 12
月,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
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公众情绪 对良好生态环境具有较高要求

2010 年后,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公众发声渠道
增多,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热点议题。 例如:2016
年 7 月天津海河死鱼事件,网民通过各类社交媒
体平台发表评论和转发消息,形成了强大的舆情
声势,促使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三流耦合程度 局部耦合 完全耦合

政策议程设置 未打开国家政策议程
开启国家政策议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意见》

政策方案
形成程度

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为河
长制的制度设计作出了重要指示;环保部原
部长表示将要在全国江河湖海治理中推广
这一经验

2016 年 12 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 2018 年底全面建
立河长制;2016 年 12 月,水利部、环境保护部等
十部委在北京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2017 年 3 月,“全面推行河长制冶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17 年 5 月,在国务院层面建立由
18 部委参加的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

摇 摇 资料资源:根据访谈资料和新闻报告收集整理而成。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11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对全面推行河长制进行总体

部署;12 月,水利部等十部委联合召开视频会

议,动员部署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对河湖长制工作的组织领

导,强化协调配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成立,并在 2017 年 5 月 2 日召开第一

次全体会议。 联席会议由水利部、环境保护部

等 18 个中央部门组成,水利部为牵头单位,国
务院分管领导同志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 这意

味着,河长制真正在国家议程中成为国家行动

(图 3),由此,全国范围内逐渐建立起“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督严格、保护有力冶的新型河

湖管理体制,重新理顺水治理系统关系,有效弥

合了原有的科层条块分割体系,中国水环境治

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四、结论与讨论

河长制因其特有的制度优势与显著的治理

成效成为学术界讨论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案例

范本,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地方政策创新与响

应中央政府指令层面。 基于多源流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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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河长制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机制

阶段理论,本研究构建“二阶耦合冶的分析框

架,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河长制进入国家议程设

置的逻辑。 研究表明:作为一项中国水治理的

政策创新,河长制从地方创新进入国家议程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问题流、政策流、政
治流的多元局部耦合到完全耦合的二阶历程。
这一二阶耦合是一个前后相继、环环相扣、不断

深入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把握三条源流在中国

单一制国家结构和多层级条块治理体制以及现

代化和后现代化同时进行的复杂治理情境中的

多元变化和耦合状态及其驱动因素,才能准确识

别影响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核心变量。
中国是一个多政府层级、多条块部门、多治

理情境的单一制国家,这决定了地方政策创新

要进入国家议程必然是一个渐进式、阶段式的

过程,特别是环境保护所面临的诸多跨地区、跨
领域、跨部门治理问题,意味着要处理更多不同

的制度逻辑、更繁重的政治压力、更庞大的治理

范围、更广泛的参与者以及更多不可预测的治

理结果。 河长制所示的从多元局部耦合到三流

完全耦合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不仅可以检验

政策备选方案的有效性使其不断完善,还可在

一定程度上纾解不同治理逻辑之间的张力,取
得更大范围的政策共识。 因此,此次研究结果

有助于解释金登修正多源流理论后的“松散耦

合冶概念,并且表明三条源流并非完全独立。
正如金登所言,“在多源流最终耦合与开启政

策之窗外,这些源流之间也会产生一些联系,会
经常性地尝试耦合,而并非静待最后的耦合时

机。冶 [44]正是“松散耦合冶赋予了中国政策过程

一定的弹性和适应性,通过局部耦合来适应不

同治理情境,不断提升政策方案的完备程度,以
最终实现完全耦合,推动更高层次的政策变迁。

从河长制的政策议程来看,地方层面的政

策议程设置主要发端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

期,严重的水环境问题打开“问题之窗冶,此时

议程设置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回应问题以缓解

社会压力。 而河长制作为一种可行的政策方

案,最为适配地方政府的迫切治理需求,这就促

使这一政策不断向其他地区扩散,形成了局部

耦合的实践样态。 国家层面的议程设置逻辑主

要源于执政理念、发展目标的转变和高层领导

的注意力配置,政治环境的变化打开了“政治

之窗冶,此时议程设置的核心在于构建政策共

识以推动政策变迁,最终推动河长制实现完全

耦合上升为国家行动。 河长制从局部耦合走向

完全耦合,也再度表明修正传统三流耦合分析

方法的必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之

窗冶与“政治之窗冶对于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作

用,相应的研究要重视这些方面背后的中国治

理逻辑。
从国家政策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地方政

策创新和多元局部耦合扮演着政策实验的功

能,针对实务问题筛选具有一定技术可行性和

价值可接受性的备选方案。 而要进入国家议程

达成完全耦合,还需要在中央政府层面达成政

治共识,这又需要满足不同的治理逻辑,包括该

政策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发展目标、是否适配不

同地区治理情境、领导层的注意力分配以及相

应的改革成本效益等问题。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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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笔者对未来的环境政

策议程设置提供如下对策建议:其一,要有效识

别和提炼不同环境治理情境下的问题源流,包
括该问题是地区性还是跨地区(流域)的、是属

于单一领域(部门)还是具有全局性普遍性的

特点等,这是制定针对性政策或政策组件的基

础,也是能否推动开启新的国家政策议程的基

础;其二,要重视持续的地方扩散与央地互动实

现多元局部耦合,总结政策实施效果,在价值可

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等方面不断提升政策的再

建构能力,扩大和充实政策备选方案,在适应不

同治理层级甚至需要协调不同治理部门的情形

下丰富中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政策工具;其
三,要逐步凝聚不同社会群体和治理主体的政

策共识,既要积极回应民意和正确疏导舆论,又
要运用政策扩散和局部耦合扩大政策议程设置

的多方参与,还要考虑全国性的政治发展和政

策成本,适时推进国家环境政策议程的开启。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研究仅仅是一个

单案例研究,而且采用化约的“二阶耦合冶分析

框架,可能会遗漏原有多源流理论中问题源流、
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外的其他方面,不可避

免地会遗漏一些影响国家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

其他变量。 因此,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案例多视

角比较分析,重视不同耦合样态的渐进性与动

态性,提升多源流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和延展性,
从而不断拓展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内

容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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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Enters the National Policy Agenda :A Case
Study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the Framework of “Second鄄Order Coupling冶 / YANG Yukang 1,
LI Yixuan 2,3(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Academy of
Public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China爷 s environmental policy agenda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advancing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second鄄
order coupling冶 analysis framework constructed after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multi鄄source flow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the river chief system, an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local exploration to national a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reveal the operating
logic of China 爷 s environmental policy agenda. In the initial phase, although policy innov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Wuxi temporarily alleviated local wat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and political stream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only achieved multiple partial coupling. Consequently, it remained in the stage of local diffusion
and exploration. Nonetheless, the first鄄order local coupling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has also won the
atten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driven the national agenda. At the second phase, the
problem of water governance in different contexts across the country is still prominent and the dominant
political flow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Continued local explor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facilitated a fundament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stream. Coupled with
proactive actions from central policy advocates, this led to the complete coupling of the three streams,
enabling the river chief system to finalize a national policy and commence nationwide promo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high complexity and multiple contextuality of China爷 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second鄄order coupling爷 shown in the cas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loose coupling爷,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in China爷 s policy process, and also provides useful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China爷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olicy; policy agenda; the river chief
system; multi鄄source flow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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